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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权威的建构与辩护是政治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进而也与法律正当性相关联。政治现象学通过对现代

世界的总体性危机分析，试图从政治生活的“原处”寻找权威这一概念未被遮蔽的面貌，从而为人类开

创的政治生活秩序寻找到生存论上的依据。作为政治现象学家的阿伦特通过对近代欧洲政治生活的分析，

认为先于宪法的权威不能来源于非理性的绝对权威或者抽象公意，否则将带来逻辑上的“无穷后退”和

实践上的暴力滥用。最终，现象学家特以一种原初状态的现象学生存论方法，为人类作为行动的自由奠

基。自由秩序的权威的建立，依赖于人类复数性(plurality)的本质和积极生活中的行动(action)。这一观

点指明了人类政治性行动的公共性和创造性，对当代社会参与政治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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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mplies obedience with legitimacy, which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domination of power or violence, but also excludes human specific rational judgment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authority is a crucial part of political theory. Arendt is facing 
the overall crisis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needs to find a survival theory basis for the freedom 
order created by humanity.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at this freedom order 
does not collapse. This authority that precedes the Constitution cannot originate from irrational 
absolute authority or abstract public will, otherwise it will lead to logical “infinite retrea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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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buse of violence. In the end, Arend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uman freedom of action 
through a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 approach in its original s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a free order relies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plurality and actions in active life. This 
viewpoint points out the public and creative nature of human political actions, providing us with a 
theoretical defense for safeguarding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today. It has reference sig-
nificanc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shortcomings that are worthy of our dialectical study and treat-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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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权威，是政治哲学与法哲学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概念之一。由于其在理论上与暴力的分野开启了政

治秩序正当性的讨论，不同哲学流派都对其予以高度关注，“政府与强盗有何区别”作为一个经典思想

实验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法理学领域中，权威这一概念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其提供了一个耦合点，

使得以敌我划分为原则的政治与正义作为核心追求的法律得以交汇，作为棱镜反射出各自的性质与彼此

的差异，因此，如何正确界定“权威”，成为任何试图建构政治与法律哲学者无法避免的话题。 
对于阿伦特为代表的政治现象学家而言，现代世界的总体危机根源于属于公共活动的政治领域为私

人领域内的工作劳动活动所侵蚀。随着危机的深入，私人领域内的隐私性活动获得公共属性，公私领域

的界限逐渐模糊，政治行动的能力被摧毁，生产活动所释放出的一切关系摧毁了政治与世界的原有格局。

在《论革命》中，一个标志是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社会问题取代自由成为革命的核心问题，通过区别社会

革命与政治革命，阿伦特指出“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是自由”[1]，革命根本上是要为人的行动营

造一个活动空间，而非处理贫困、不平等、社会排斥等令人压抑的具体“社会问题”或现象，这些人类

必然性的活动仰赖其他方面(例如上天馈赠的富饶)。革命一词的本义是反革命，通过这一戏剧性的表达，

阿伦特的真实意图在于强调，革命的完成不仅在于摧毁权威，更需要通过重建权威的方式为自由开辟可

能性。虽然“开端”“革命”“自由”等概念似乎更被阿伦特看重，但问题的根源恰在于权威——革命

开始于权威的失落，革命完成于权威的建立，阿伦特对法国革命与革命的比较，依赖于对两场革命所依

循权威差异才能明晰展现。而革命所勾连的，正是阿伦特的哲学与政治理想。 
本文目标在于，以阿伦特的文本为材料，通过阐明政治现象学视域中权威的生成、概念与功能，为

当前社会参与理论、法哲学中正当性概念提供借鉴。全文主要分三节，第一节对“权威”这一概念进行

语义分析，考察其在英语世界中的流变，并简要介绍政治现象学，为研究展开提供语境与知识背景；第二

节重构作为政治现象家的阿伦特对权威的言说，展开阿伦特对现代社会权威的失落的分析，外在的绝对性

无法重建权威，与建构一种基于行动的权威理论的努力；第三节简论阿伦特权威的现实应用与理论价值。 

2. 政治现象学“权威”概念的理论语境 

2.1. “权威”概念的历史脉络 

“权力与权威之别，并不亚于权力与暴力之异”[1]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第五章中，通过对法国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6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向荣 
 

 

DOI: 10.12677/ass.2023.1212963 7063 社会科学前沿 
 

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展现了旧世界与新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方式，然而，阿伦特并没有直接为

权威界定一个清晰的内涵，而是通过与暴力、权力等概念外延的区分来阐明，为此，我们有必要理解阿

伦特是在何种文化背景中使用权威这一概念的。 
在牛津词典中，权力(power)被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行为及事件进展的能力”，而权威(athority)

则被理解为“基于特定位置或理由而拥有的权力”，按照这种理解，权威相当于权力与正当性之和。权

威一词起源于拉丁语 auctoritatem，其原本含义是“(主人的)命令”，其词根“auctor”具有丰富的内涵，

“主人，奠基，增长，领袖”等一系列含义，其字面含义是“引起增长的人”。在古罗马时期，权威和

作为家族族长的家父联系在一起，作为家族的奠基者与领导者，家父扮演着家庭领袖的角色，权威以家

父为原型获得了自己的初始内涵。当权威这个概念在 13 世纪被引入英语中时，最初的含义是“权威性的

段落或声明，解决争论的书籍或引文，《圣经》中的段落”，在 14 世纪时出现了“正当性(legitimacy)”
的用法，显然，在言说与现实具有共同性，以相似性作为真理标准的时代，权威与神启理性具有不可分

的关系，借助历史(文献)与宗教(经典)，权威得以产生。 
进入现代，权威这个词则更具理性的色彩，韦伯对权威的类型划分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让一般人对权

威的想象，对于韦伯而言，权威就是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发布对方将听命行事的命令[2]，“个人魅力型(克
里斯马型)”权威与“传统型”权威，最终将向“法理型”权威让步，权威的内涵变为“法律(广义上的)
规定的权力”。拉兹提出，一个完整的权威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依赖论”(dependence thesis)
一切权威指令都应该以那些独立的适用于指令所指向的对象、对指令所涵盖的情形产生影响的理由为基

础。第二，“常规证成论”(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我们承认权威者的指令具有权威约束力并努力遵

从这些指令，而不是努力遵从直接适用于他的理由。第三，“优先论”(pre-empted thesis)。权威要求人

们从事某一行为，这一事实就是从事该行为的理由，这一理由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相关的理由。拉兹理

论的上述三个命题即构成他所说的服务性权威观[3]。 
但是，对于政治现象学而言，以上答案并不够，重要的不是“法律之后的权威”是什么，而是去进

一步追问“法律之前的权威”何以产生，换言之，对法律予以“悬置”，作一种原初还原，找寻对权威

更本质的理解。 

2.2. 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 

20 世纪初，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家提出“朝向事物本身”(Zur Sache Selbst)的口号，主张从事物

原处所予的现象来对待与研究事物本身，更详细地说，即要求通过对以往经验、方法乃至认识结构的“悬

置”，来实现对事物原处样貌的“还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事物本质的发现与意义的给予。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施特劳茨、阿伦特等现象学家的努力，现象学方法被逐渐引入政治学领域，一方面，通过对

现象的准确把握来深化对研究对象(包括事物、话语或行为等的形式与内容)的认识，并提供特殊的描述、

分析和解释技术，另一方面，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重新把握政治世界和政治生活[4]，通过对生活世

界与人类生存方式来提供对政治现象新的理解。 
相较于功能分析、定量研究等政治科学方法，“现象学对政治学的最大贡献是凭借其自身的特长，

帮助我们健全、完善和深化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尤其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为我们的传统观念提

供一种补充性的或许也是更加基础性的严肃见解，并刺激我们不断地拓展本学科的研究范畴，创新本学

科的研究方法”[5]，这意味着政治现象学格外依赖对日常生活的明见，只有将政治现象与人的生活方式

联系起来才能够进一步理解。 
此外，政治现象学也格外重视“原初”经验，现代政治生活的许多概念在其诞生之处往往具有与当

下截然不同的内涵，而这些原处经验恰恰包含着人类的某些基本生存，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更新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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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在压抑着某些人性需要，在政治生活中这可能表现为主体的衰落、公共空间的塌陷等诸多面向，

政治现象学通过原处经验的感召试图还原被遮蔽的基本生存需要并提供改进思路。 
政治现象学格外重视概念的经验层面，试图将抽象概念还原为生活世界经验，感受的复数性决定概

念区分的细微，而概念的区分也进一步指向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区隔，“我们的术语学没有区分“权力”

(power)、“强力(strength)”“武力”(force)、“权威”(authority)以及“暴力”(violence)这样的关键词——

所有这些词指向不同的现象，如果不是这样，这些词就几乎不能存在。……对这些语词的正确使用不仅

是一个逻辑语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政治现象学的理论旨趣决定了其必然要去历史现象

中找寻概念，因此，下文也将试图还原这一过程，以分析其价值。 

3. 政治现象学对“权威”的理解 

3.1. 权威的困境及其失落 

权威维度在阿伦特这里没有被给予确定的划分与定义，而是从“权威维度不是什么”说起，权威并

非权力(power)或暴力(violence)，权力属于政治领域内复数性人们的言说说服行动，因此权力可以被分割

而不受削弱，相互制衡的权力甚至产生更多的权力；暴力乃是使用强力的强制手段，唯一可以取代权力

的是强力。体力、暴力可以摧毁但不能代替权力，强力与暴力往往结盟。而权威一方面与暴力和权力相

对立，另一方面，排斥了理性所主导的权力。 
权威一词在拉丁语中与开端有着共同起源，古代世界中，权威以第一次的奠基开启了我们的不朽世

界，之后与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同宗教、传统一共保证了历史世界的稳定性。这种无需追问与反思的权

威观念为世界提供了稳定性。 
但现代世界的问题在其“无根据性”随着宗教和传统的坍塌，权威维度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渐渐地消

失。这时我们稳固的共同世界开始摇晃，“权威的失落等于这个世界的地基的坍塌，的确从那以后，世

界就开始摇晃、变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一种形象变成另一种形象；仿佛我们活着并跟一个普罗透斯

式的宇宙对抗，在其间一切事物都瞬息万变”。“现代”在脱离了传统与必然的支撑之后，如何“自力

更生”地为自己创造出规范？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里，革命作为开端，如何为自身确立政治权威，奠定

自己的正当性？为之后的宪政体制奠定正当性基础？ 
阿伦特察觉到了困难：如果宪政体制的权威来自宪法，那么制定宪法的权威又来自何处？如果没有

来自神圣或形而上学的依据，制宪者如何可能具有正当的制宪权？这不是需要一个“高于人的大法”吗？

如果不依据这个更高的律法，这些制宪者本身不就是“违宪”的吗？用施密特的术语来讲，政治领域中

权威的根本困难在于制宪权。 

3.2. 绝对性权威及其批判 

在旧世界，革命的权威是依赖一种“绝对性”建立起来的，在古代是神的圣意，在中世纪是王的旨

意，在现代只不过改头换面乔装为“公意”，诚然，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理性人的时代，“为全人类

迎来了新纪元，并且泽及一切作为人的人，无论他们住在何方、处境如何、拥有什么国籍”[1]但这一以

卢梭作为思想蓝本的运动并没有摆脱旧时代的烙印。 
基督教神话中，上帝作为绝对外在的“外端”创造世界的神话深刻影响了旧世界对权威的想象，以

至于在政治领域，人民总要去建构一个扮演上帝角色的事物，“人民”，“公意”，“伟大立法者”“理

性”这些变化的词汇所展现的现实是，法国大革命中人们高呼人民万岁，乃至希冀于请回被抛弃掉的上

帝，这样一种绝对性“事实上需要上帝”[1]。 
阿伦特在两个层面对这种绝对性权威展开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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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阿伦特认为外在绝对权威并没有真正克服“开端”所陷入的权威困境，只不过将“绝对者”

作为“开端者”而掩盖了这一难题。这个开端者的原型就是希伯来宗教中宇宙起源论的“上帝”，他可

以外在于他自身的创生：“开端的难题通过引入一个其自身的开端不再受到质疑的开端者而获得解决，

因为这个开端者是永生不朽的”[1]。阿伦特认为，西耶斯试图将“制宪权”诉诸一个“外在于”和“高

于”所有政府和法律的“更高的权威来源”，这也就将宪政的权力和法律都锚定于那个“外在于”和“高

于”所有政府和法律的“民族意志”之中，而这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因为每一次革命都可以用同样虚构

的方式来声称民族意志，以此自我授权为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阿伦特对主权论的根本质疑在于：谁能成

为主权者？谁是那个作为制宪主体的“开端者”？其自身的“开端”如何可以不遭到质疑？其中暗含的

论辩逻辑是：如果要靠引入一个更始源的、外在于“开端”事件的“开端者”来解决奠基的正当性困境，

那将会在逻辑上导致“无穷后退”的陷阱——我们总可继续追问开端者自身的开端问题。 
另一方面，这种外在绝对者无法产生的权威的导致另一个更无法接受的直接后果：专断与暴力。这

种作为意志的主权，最终只有凭借暴力才能维持。因此，对阿伦特而言，外在权威具有将政治“非政治

化”的危险，换言之，权威将彻底沦为革命的附庸物：谁掌握暴力，谁掌握革命，进而谁就代表人民意

志(绝对性)、把握历史洪流(必然性)，而权威也就属于谁，暴力与权力间彻底丧失区别。 

3.3. 作为行动的权威及其重建 

当法国革命撼动了旧世界的权威却无法为其踩下刹车时，阿伦特寻找到问题的另一种可能。诚然，

美国国父们面临着和法国先驱同样的困境，并同样试图通过诉诸外在权威的方式解决，以至于杰斐逊在

《独立宣言》初稿中写下“神圣不可否认”[1]大字。然而，为美国秩序赋予权威的，并非旧世界的遗产，

而是美国革命——建国这一行动本身。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指出人的积极生活的三种方式及其依赖的三种境况(也即条件 condition，

人的境况也就是人的条件)，分别是依赖于生命和自然本身的劳动(labour)，依赖于客观性与世界性的工作

(work)，以及依赖于人的复数性(plurality)的行动(action) [7]。 
这三种区别试图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人何以为人，我何以为我。人通过劳动维生，满足自己的生

存需求；人在工作中改造自然，并在对抗自然中获得一种价值与满足；人在言谈与行动中做的却与前两

者相反，人要在行动中完成主体间性的交往，通过他人丰富生命的层次。政治是属于行动领域的，是属

于作为复数个体的、多样性的人。绝对性权威的目标却与此截然相反——试图以工作代替行动，进而将

作为个体的人下降到物的层次、为外在绝对性所支配，这正是生产、工作侵犯行动的典型案例。 
开端的含义是人自身的诞生。这一点其实是和权威构建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革命中，权力的构建

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北美在革命前已经有了成熟的政治实体，人民生活在相互同意构建起来的公共

领域中。问题在于如何能让革命的成果长期存在，使得新生的共和国不会毁于叛乱、战争、财政崩溃。

立国，然后为万世奠基，人力之所以能为这样开端性的举动，是因为人的复数性(plurality)的条件。开端

和人的创造能力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之创造，应为开端[1]。人本身是新开端。开端者以能力扎

根于降生之中，扎根于人类经降生而出现在世界中这一事实，“将开端之举从它自身的随意性中拯救出

来，是因为它自有其原则，更确切地说，开端与原则，不仅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是同时发生的。开端

的效力源于绝对性，而绝对性必须拯救开端，可以说是从它固有的随意性中将它拯救出来的。绝对性就

是与开端一道，并且使之在世界上呈现出来的原则。”[6] 
阿伦特通过对美国革命与罗马建城的对照，在历史与现实间开辟了一条通道：对于罗马人而言，权

威产生于建城(construction)这一开端绽出的原则，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扩张并非简单的武力扩张，而是一个

把广大地中海世界通过“同盟”方式纳入罗马的新的“筑城”(construction)过程，埃涅阿斯与意大利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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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盟约开创了权威的原则，其后数百年的新盟约都是以行动的方式在增长罗马，而“增长”就是“权威”

的最初含义；对于美国这个新罗马，权威也依赖是以“连续制宪”(constitute)的行动在践行“宪法”

(constitution)这一最初原则，而这种“连续制宪”不仅是最高法院的宪法修正案，也是美国人的政治参与

活动，“奠基不是一人之力，而是靠多数人合力”[1]。 
最终，阿伦特依托其存在论，给出了一种与外在的绝对者截然不同的权威方式——那种将权威从“开

端”拯救出来的，不是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下的上帝，而是开端自身，恰如在意义世界中存在主义者通

过行动为自己创造意义，摆脱了自然与历史的本质限制，行动与言说这一人的主体交往活动也为权威自

我生成提供了可能。 

4. 政治现象学权威理论的落实及其意义 

4.1. 政治现象学权威理论的落实 

一种以行动为依托的权威理论，落实到现实中会产生何种后果？美国革命固然承载了行动的精神，

但这一珍宝却在代议制与多元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失落。阿伦特在《论革命》最后以若隐若现的方式提出

一种“委员会”的主张，从基层开始，每一层级的成员都在讨论之后选出他们的代表进入上一层级，与

该层级的其他代表一起讨论，再共同选出这一层级的代表进入更高层级，依次类推直至全国性的议会层

级。委员会与代议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希望通过选择代理人代替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而前者则主张

人们应当自己参与行动——在政治这一公共交往活动中完成自我。换言之，阿伦特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在

无数基层共和的基础之上，通过把国家正当性奠基于众多基层自治组织的制度设计来达到使每个公民都

行动起来、都能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目的，这样，权威就不再依赖于投票产生一个简单的公意，而是

由所有人的参与行动来建构。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阿伦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关心公共事务、参与政府决策，但她

同时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关心公共事务，都愿意成为“政治精英”，因此，对

于那些不愿意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我们也应该像尊重“那些自愿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的选择一样，尊重

那些不参与者的意愿。 

4.2. 政治现象学权威理论的当代意义 

第一，我们应该为每个人都保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不仅仅是一种公民权利，甚

至也不仅仅是彰显公民自身尊严的一种方式，甚至于本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从生存论的意义来

考察，缺乏政治参与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共同生活而言，没有政治参与的人已经被抹除了作为人

的存在。因此，保障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将世界作为一种显现空间呈现

出来，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被调动出来，科技和文化的繁荣才能出现。另一方面，根据阿伦特

的理论，只要人们以言行方式在一起，显现空间就形成了，而显现空间先于所有形式的公共领域；因此，

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也是形成社会团结，促使社会向外发展，形成凝聚力的一种方式。不难

设想，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缺乏公共参与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团结度必然下降，这样

的社会在古代易于被征服和统治，在现代则难以应付全球性的经济、环境、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挑战和风险。 
第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不是促进社会福利的工具，而是人类显现自我的活动，政治参与也不应该

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消极负担，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权利；应当将政治生活视作是一种行动(action)
而非劳动(labour)或工作(work)，将政治与人类的经济生活区分开，特别是不能让主宰人类经济生活中的

自然规律支配我们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纯粹生成性的创造活动。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我们不

能讨论财政、税收和福利问题，而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因为经济上的动机去参与政治。如果经济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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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的支配了政治，那么我们的行动(action)就只能被动服从我们的物质需要，政治就会沦为纯粹分配财

富的活动。当然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阿伦特思想中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古典自由主

义因素。但是也存在另外的解读方式。不让经济动机干预政治，并不意味着无法在政治上讨论经济问题。

政治活动应当出于自身的目的，例如人类的公平与尊严的动机，去讨论经济问题，政治不应仅仅进行财

富的分配，更重要的是要促使财富的创造，以在实质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阿伦特的

政治思想和凯恩斯主义的政治主张也存在相容性。阿伦特的政治理论鼓励人们从事创造性的政治活动、

积极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对我们今天不断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具有深

刻的意义。 
第三，相比悠久的历史、公意的高呼，权威的生成与持久更依赖于人对政治活动的参与。阿伦特对

于权威困境的察觉，旧的绝对权威的批评，以及新的建立权威的方法的研究，并非古典的、启蒙式的政

治理论，而是充满了现代意识。权威困境实际上来源于现代社会全面转型之后的社会组织和团结方式被

瓦解，现代社会“去魅”的后果就是那种先于宪法的最终权威很可能丧失，我们将面临一个普遍缺乏意

义的社会。作为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直面这种现代人的生存危机，通过对哲学“开

端”的探讨，提出一种激进的“非根据”的实践哲学，而这种生存论虽然可以对抗意义缺乏带来的虚无

主义，但是却很可能导致彻底的无根据的行动，这就给(无论左右翼)激进政治运动创造了理论上的基础。

阿伦特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探讨，一方面是从哲学的源头处瓦解形而上学的统治，另一方面也要给自由的

生活状态做辩护，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权威方式，避免滑向“非根据”(Urgrund)的盲目行动。最终

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建基于人类行动(action)的公民的政治参与。这意味着，民主参与和立宪活动，不仅

确保政体的稳定，对政府行政功能的顺利运行具备重要作用，民主参与本身还是建立意义，塑造合法性

的行为，是克服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一剂良药。今天的世界仍然面临着各种宗教或种族极

端主义的挑战，这些思潮本身也是现代性权威丧失的一种表现，我们如何应对极端主义，团结那些或者

过于激进的，或者过于冷漠、犬儒的民众，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政治现象学的权威理论能够提供宝贵

的理论资源[7]。 

5. 余论 

值得指出的是，阿伦特的权威理论只是政治现象学中的一个版本，虽然可能是最清晰也是最重要的

版本，但这意味着其理论并非“唯一正解”，而是通往一种可能性。并且，她的分析虽然奠基于西方世

界，但作为其思想资源与现象根基的希腊罗马文明与两次革命，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来源与组成，

塑造着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对非西方文明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同样，现象学的权威理论具有开放性，仍具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阿伦特在《人的境况》最后一

章中论述了劳作动物的胜利，然而她并没有针对这种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她仅仅无可奈

何地指出，目前只有少数人拥有行动的能力[6]。事实上阿伦特将自己现象学方法主要应用在人类自由的

哲学开端上，并不是对政治现实的观察和归纳，这使得阿伦特的政治理论带有鲜明的理想性和规范性。

她只告诉了人类生存的三种不同类型，但这些类型是生存论式的，我们如何生活？这取决于读者自身的

存在主义的态度，而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的绝望”。阿伦特的同门，海德

格尔的亲传弟子马尔库塞却认识到了，一种有关原初状态的生存论无法替代情境化的生存论，实际上人

类面对存在主义的拷问，往往是脆弱和身不由己的，现代性的巨浪裹挟着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技术理性

的支配下成为某种给定的生活方式的奴仆，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保持行动能力的人却越来越少[8]。
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生存危机？联系到阿伦特的权威理论，现代政治权威如何建立和维护？这

些疑惑或为当代政治讨论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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